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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与近代中日关系1 

          

王  柯2 

 

   2014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在这120年间，前半是以侵略与反侵略为主题，后半围

绕是应该尊重历史还是应该集体失忆，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主义几乎一直发生着冲突。然而不同

的是，中国的反日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在日本的教育和刺激下成长起来的，这是一个在评论两

国民族主义的性质时不可忽视的前后顺序。 

    笔者一向认为，在理解近代中国政治历程的问题上，有两个不可或缺的视点。其一是中国进

入近代国家之前最后一个王朝的最高统治阶层不是汉民族，另一是中国清末民初的许多革命家和

思想家都是通过日本（而并非通过其他国家）接受了建设近代国家思想的影响。这两点并不相互

孤立，而是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革命家对于清王朝的“民族”歧视政策的反感和反抗，最终演

变为“驱除鞑虏，回复中华”的“民族”革命，而这个以建立“民族国家”为目标的“民族”革

命的理论，恰恰是从鼓吹单一民族国家思想的近代日本学到的。从梁启超在日本学到“民族主义”

这个词汇的那一天起，中国人的原初的淳朴的民族主义就与建设近代国家和新型“国民”联系在

了一起；然而，作为老师的日本，却将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思想变成了动员煽动国民参加侵略战

争的工具，近代中日两国关系因此成为两个民族国家之间民族主义激烈对抗的舞台。所以，认识

中国近代对外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首先应该按照时代在中日近代关系的层面上对它进行

梳理。 

   1．从万里长城到北洋水师：中国的海洋意识与甲午战争 

   1840年鸦片战争的战败，迫使清王朝与英国之间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然而即使割

地赔款，此时的清王朝依然摆出一副“以不变对万变”的架势，自我陶醉于传統的“天朝”体制

之中。与此相反，没有被中国人接受的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却在日本却引起了强

烈反响，日本人从鸦片战争中得到教训，开始注意到“洋学”的价值。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再次

战败的清王朝，到了1860年代才终于着手进行“洋务”。洋务运动迈出了中国近代“自救自强”

的第一步，然而它的视野里有的只不过是“坚船利炮”，实行“中体西用”的目的依然是为了维

持传统的社会结构和“天朝”秩序。而日本在1850年代即从“锁国”转向“开国”，1860年代开

始对国家政治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造，经过“讨幕运动”、“大政奉还”等确立了以三权分立制为

基础的中央集权制，之后再推行“四民平等”、“改正地租”、“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

各项具有实质性的政策，一步一个脚印地开始了国家近代化的进程。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在中

国人还没有意识到近代民族主义之际，日本的民族主义已经开始膨胀，并且很快达到了1874年的

“出兵台湾”、开始鼓励进行对外扩张的地步。 

 “出兵台湾”是近代日本第一次出兵海外，也是“最初的践踏清朝主权的事件”。
3
它说明，

日本民族主义的膨胀必然导致日本向外进行军事侵略扩张，而其侵略扩张的矛头首先就会指向以

中国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传统东亚地区国际秩序。昔日的学生变成今日的强敌，日本的侵略极大地

刺激了清王朝。然而由于内外交困，清政府内部出现了“海防塞防之争”：塞防论主张收复在1

                                                        
1 本文刊发于《文化纵横》2014 年 6 月号，第 74-80 页。 
2 作者为日本神户大学历史系教授。 
3 井上清《近代日本史における中日戦争》，《日中戦争と中日关系》，原書房，1988 年，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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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年代的穆斯林起义中丢失的对新疆地区的统治权，海防论则主张放弃新疆地区而把收复新疆

的预算用到充实海防力量中。其实，不论是塞防派还是海防派，其代表性人物都是清朝内部的洋

务派人物，二者都看到了近代帝国主义侵略的危险，不同的只是，应该把哪个国家视为最危险的

帝国主义，然后将这个假想敌可能来侵的方向列为国家的防卫重点而已。“收复新疆”的背后，

隐藏着是否应该将俄国作为一个最危险的假想敌。 

 表面上看来，“塞防论”的胜利似乎说明此时的清朝政府还没有将日本看作是最危险的敌人，

然而更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因为清朝政府没有摆脱中国以万里长城为象征的“重陆轻海”的传

统国防思想的思维。关于近代中国衰退的原因，人们常常列举清王朝统治阶层的保守与自大、政

府官员的腐败与不作为、中国人的自我中心主义等，然而却常常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

无论是统治阶层还是知识精英，都在国家经营的层次上缺乏海洋意识。 

古老的中华文明是一个大陆文明，传统的中华世界是以陆地为中心的世界，在中国的文化、

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里，海洋从来没有占据过重要的位置。作为一个经济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的

大国，中国人更愿意把从海上来的人们都看作是来“天朝”的“朝贡使”。作为一个农业文明共

同体，中国如何抵御游牧民族—“胡人”的入侵，才是真正令历代王朝统治者头痛的问题。所以，

能够在西北建造起雄伟的“万里长城”，却从没有一个王朝想到要东南去建设一支海军力量。明

王朝为了杜绝倭寇，想到的方法只是严格实行海禁政策；而终于跨过万里长城统治了全中国的清

王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中国人传统的“华夷思想”，但对中国以及北方民族政治传统的

继承，中国传统的防卫思想进一步发酵：在内陆方面虽然屡建“武功”并进一步明确了国家的主

权范围，但在海洋发展的方面却显得更加慎重，断断续续地实行以海禁，延续着锁国政策。 

    但是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列强各国为了在海外获取殖民地和扩大势力范围，争相加强海军

力量成为近代国家主要的军事和防务思想。
1
日本进攻台湾以后，清朝也建立了“水师”，但孱

弱的福建水师在84年的中法战争中全军覆没。清朝政府之后又着手建立新的海军力量——北洋水

师，但是为了庆祝西太后60岁寿辰，军舰购买计划搁置，2000万两的海军军费被挪用到营造颐和

园上，再次表现出在国家防卫意识上的轻视海洋的思想。而在这期间日本的海军力量终于凌驾于

北洋水师之上，从而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大败清朝。甲午战争是“中日关系发生质变”的标志，
2
更成为让中国人重新认识海洋、重视海上防务力量的契机。甲午战争的结果长期影响到中日关

系的方方面面，近年来中国要成为海洋大国、加强海军力量的声音不断高涨，其背景上依然可以

看到有对甲午战争给予中日关系之影响进行深刻反省的原因。 

     2．近代中国自我认识的三阶段：对外民族主义的生成与发展 

    甲午战争以后，日本通过1896年所签订的“日清通商航海条约”，迫使清朝政府承认了在中

国的治外法权，取得了与欧美列强同等的权益。然而对中国人来说，败给日本比败给西洋列强各

国在精神上的打击更加沉重；中国突然转为向昔日学生的小国日本“割地赔款”，尤其是给知识

分子带来了强烈的耻辱感。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后，5月里在北京的1300名举子在康有为

的率领下“公车上书”，揭开了戊戌变法运动的序幕。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也发生过许多“攘夷”的运动，但那只是在对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缺乏

充分认识的情况下，“住民们在对外部侵入者感觉到了危险时所产生的本能的行动。”但是“马

关条约”签订后的“公车上书”，却是由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发动的第一次政治请愿运动，它是

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作为一个社会集团站到了民族前线的标志。
3
孙中山也于1894年在夏威夷组

织起了以打倒清政府为目标的“兴中会”来发动革命运动。但是不管是变法派还是革命派，虽然

他们的行动方式和最终目的有所不同，但从在看到国际社会的局势变化后深感中国面临深刻危机

                                                        
1 魏源《海国图志》卷一、卷二，筹海篇。 
2 池田诚《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田村悦一等编《岐路にたつ国際秩序》，法律文化社，1989 年，299 页。 
3 唐文权《觉醒与迷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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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认为必须寻求中国的政治体制变革的思路上来看，二者的性质却是相同的。 

    梁启超认为，近代中国及中国人的变革和进步往往是从认识到了自身不足而开始的。首先是

“器物不足”，然后是“体制不足”，最后是“文化不足”。应该注意到的是，而后两次变革的

发生都是与中日关系分不开的。为了解决在“器物”方面的不足，洋务派只是进行了“利器”（建

设新型工业）、“练兵”（创建新式军队）、“兴学”（导入新式教育）等实质性的尝试。但是

要进行体制的变革，是要以否定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华世界”的传统世界观为前提的，因此不得

不说戊戌变法是中国自我认识过程中的一个革命性的事件。而戊戌变法是由甲午战争的战败而起

的，由此就可以看出甲午战争给中国民众造成了多大的心理冲击。 

    从1884年到1914年之间，日本一共参与了三次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而对日本来说，这三次战争不是以中国为敌就是以中国为战场，并且借机从中国获取了大量的权

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在1915年时以提出对华二十一条而达到了新的地步。以此为背景，中国

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意识也一举高涨。二十一条签订的5月7日、5月9日被中国民众视为

“国耻纪念日”，从1915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21年的抵制日货运动成为进入民国时期以来首次全

国性的民族运动，也是中国经济史上历时最久的抵制外货运动。1915年9月以《新青年》杂志的

创刊为标志而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再评价，在因中华民国的建国而完成了体

制革命的基础上，开始了近代中国和中国人自我认识的第三个阶段。 

    中国民众对二十一条的强烈的民族主义反感，远远超出了中国北京政府和日本政府的预料。

1919年，由于二十一条在巴黎和会上得到承认，爆发了被定位为中国现代史开端的“五四运动”。

当时一位住在北京的日本记者就认为，从性质上来说，“五四运动”不过是一场纯粹的反日运动。
1
实际上，“由于日本的二十一条1915年时所受到的国家性的耻辱，也使中国增加了不得不通过

实行基本变革来达到一定程度的再生和重组的必要性”。
2
可以说，认识“体制不足”和“文化

不足”的过程，也就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逐渐觉醒的过程。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党，也是以近代中国和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的觉醒为基础的。关于这

一点，可以参考叶嘉炽所做出的如下分析：“由于向西方国家争回国家主权的奋斗屡遭挫败而产

生的一种痛苦的觉醒，不时的咬啮这知识分子的心灵，他们对科学精神虽树起了信念，然而对产

生科学精神的西方国家丧失了信心。同时，他们又不愿在回到东方的传统中来，于是有些人竟投

向所谓现代的、科学的、包容一切的、反西方的马克思主义”。
3
 

    就这样，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剧，中国民众尤其是知识阶层对国土分割和民族灭亡的危

机感、对内建设近代国家和对外维持国家独立的紧迫感不断被强化，近代中国的对外民族主义也

就随着中日之间的甲午战争而问世、又因肆无忌惮地践踏中国主权的对华二十一条而发展到了新

的阶段。 

     3．抗日战争：近代中国的“尊王攘夷运动” 

战争经验所带来的结果，并不仅仅只反映在国家的层面。“一个民族通过与其他各民族的接

触，获得了自我。民族对自己独自性强烈认识的程度就是由这些接触的紧密程度、丰富程度及多

样性所决定的。而通过战争来接触要比和平接触对于促进民族联系的效果要更上一层”。
4
直到1

920年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停留在知识阶层，而9.18事变以后日本对中国不断升级的军事侵

略，由于其受害者范围之广，则成为了对中国社会的广大民众进行民族主义思想和体验之教育的

最好教员。 

                                                        
1 燕京雁信《日本政府，五・四排日運動に抗議》，《新支那》1919 年 12 月 19 日。 
2 J.K.フェアバンク著《中国》下，市古宙三译，东京大学出版会，1972 年，256 页 
3 叶嘉炽《宗教与民族主义：民初知识分子反教思想的学理基础》《中国现代史论集》（六），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1 年，121 页。 
4  F.L.シューマン《国際政治》上，长井信一译，东京大学出版会，1973 年，3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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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常常以为中日战争也就是“八年抗战”，这是从中国军队开始正式的抵抗的时间点（19

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进行计算。但是在日本，对当年日本侵华具有反省意识的学者中有不

少人认同“中日十五年战争”之说，就是说日本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应该从193年的“9.18事变”

算起，而且这个“中日十五年战争”就是“以中华民族本身为敌”的战争。
1
例如731部队将中国

人作为细菌武器试验工具，就是视中国人生命如草芥的证明。有日本学者揭露，由天皇直属的最

高统帅部大本营的参谋总长--载仁亲王（皇族）曾亲自对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官杉山元下达使用化

学武器的命令：“根据大陸命令第二四一号做出如下指示：1，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官在其占领地区

内的作战中使用芥子气（黄剤等特種資材）并研究其作战上的价值”，但同时又提出：“采取万

般措施以隐匿事实，尤其是对第三国人绝不能伤害，同时要绝对对他们隐匿事实。”
 2
这也说明，

上至皇族、下至“皇军”，普遍具有对中国民众进行民族屠杀无罪的思想。因此，挂着“皇军”

名义的日本军队敢于屠杀中国人，而这种民族屠杀又自然刺激了中国民众的仇日反日民族主义。 

    1937年1月2日，在北京创办崇贞学院的清水安三带着夫人等，6名日本人一起拜访了当时的

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应日本来客的要求，胡适在名片上写下了“尊王攘夷”四个字相赠，而这让

日本来客们感到非常不安。
3
卢沟桥事变前的中国社会，可以说与“尊王攘夷”运动时的日本社

会形势十分相似，一方面是国内各个政治势力之间分裂对抗，而另一方面又面对着外国、主要是

日本的侵略势力。然而，胡适之所以给来访的日本客人赠送“尊王攘夷”四字应该还有一番深意：

尽管中国国内各个政治势力、军事势力之间明争暗斗，各个地域、社会阶层之间分裂对立，但是

中国人在对内处理“尊王”问题的同时，也不会忘记还有一个要对外一致“攘夷”的重大问题。 

    1931年的9.18事变，帮助中国民众认清了日本的侵略目的。但是围绕“攘”的方法和“尊”

的对象，国内各政党、阶层、集团依然存在深刻的对立。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

曾经认为：因为中国军队武器装备落后，中国的军力难以与日本相比。所以轻言抗战的豪言壮语

将招致亡国，故而他们反对轻易对日宣战。但是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规模的不断扩大，从1932

年的淞沪抗战到1936年的西安事变，一连串的抗日呼声，证明中国民众在面临民族存亡之时，表

现出了“中华民族空前的觉醒”。1937年7.7事变爆发时，陆军大臣杉山元在给天皇的上奏中狂

言：“一个月之内解决支那事变”，但是在短时间内征服中国的美梦很快落空。面对日本的疯狂

侵略，“中国国内形成了新的团结，中华民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觉醒”，表现出了“必死的民族

抵抗”。
4
事变发生之后，中国共产党表明态度愿意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在民族大义面前，各

个党派势力抛弃前嫌，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年抗战”因此也变成了胡适所说的中国近

代的“尊王攘夷”、造就具有国家意识之国民的运动。 

    4．“同文同种”是一种鸦片 

    日本之所以对大陆野心大增和敢于最终发动侵略战争，是与明治维新以来推行近代化、实行

富国强兵政策所分不开的。而日本近代化的成果通过各种渠道、包括战争等手段直接刺激了中国

近代国家思想的启蒙。变法派以为中日两国国情接近，认为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可以为清王朝所借

鉴，因此将日本的明治维新作为了戊戌变法的模型。而革命派则学到了单一民族国家思想，这一

想法又得到了抱着不可告人之目的的日本大陆浪人、以及政界和军界的怂恿。长期对日本的政界

及民间抱有极大期望的孙中山，将日本视为作为中国革命的根据地，以“明治维新是中国革命的

第一步，中国革命是日本维新的第二步”，一直期待通过联合日本的力量，前期是为了实现中国

革命，后期是为了对抗西方列强。他在1915年2月5日与日本民间人士间签订的“中日盟约”中承

                                                        
1 （井上清「近代日本史における中日戦争」，《日中戦争と中日关系》，原书房，1988年，3页。 
2 《大陆指第 452号》，见粟屋宪太郎,吉見义明编《毒ガス戦関係資料》第 2巻，不二出版, 1989，258页 
3 《胡适日记全集》第七册，1934-1939，联经出版公司，2004 年，365 页。 
4 刘大年「抗日戦争と中国の歴史」，前掲《中日戦争と中日关系》23,24,29 页。 

http://www.google.co.jp/search?hl=ja&tbo=p&tbm=bks&q=inauthor:%22%E7%B2%9F%E5%B1%8B%E6%86%B2%E5%A4%AA%E9%83%8E%22
http://www.google.co.jp/search?hl=ja&tbo=p&tbm=bks&q=inauthor:%22%E5%90%89%E8%A6%8B%E7%BE%A9%E6%98%8E%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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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给予日本的利益，甚至都超过了对华二十一条的内容。
1
 

    从1896年起，清国内出现了留学日本的热潮—由后人称之为“日本留学运动”。日本留学的

兴起和发展，其原因可以列举出清朝政府的支持、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一九〇四年）、中国

科举制度的废除（一九〇五年）以及图谋通过接受清国留学生在大陆扶植亲日势力的日本矢野文

雄公使向清朝发出的邀请等。但不论是哪一种理由，之所以能够被中国民众以及青年学子所接受，

就是因为它与当时的中国人的日本观中的“同文同种”的因素相通。 

 

清国留学生人数表 

 1896年 1898年 1899年 1900年 1901年 1902年  1903年  1904年   1905年 

  13人  77人  143人   159人   266人   727人   1,242人   2,557人  8,000余人 

          （根据王奇生《中国留学的历史轨迹》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 

 

    洋务派的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为其极力推荐中国青年选择日本留学的理由作了充分说明，

除了政治的考量之外，两国地理、风俗尤其是文字之接近也是他用来打动人的地方。而在留学生

自己的叙述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很多关于中日两国“同文同种”的内容。孙中山等革命家之所

以愿意将日本当作革命的根据地，也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同文同种”的认同。他一直到去世

前，都在呼吁“中国和日本是同文同种的兄弟之国”，一直抱着日本与中国利害相通，没有日本

就没有中国，没有中国就没有日本的观点。
2
然而，中国人对于中日两国关系这种基于人种、文

化上的主观认识，实质上具有居高临下看待日本和日本人的意味。因为在“同文同种”的想象中，

日本人和日本文化都不过是在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延长线上成立的。这种意识或者事实关系，在

中国为东亚地区的中心时进行强调当然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在日本产生侵略大陆野心时自然要

成为他们的绊脚石。 

    当然在日本，也有像岩仓具视、樽井藤吉那样从“同文同种”的意识出发，提倡日清或者日

清朝(鲜)建立同盟关系的人物。但是幕府末期以来所谓“辅车唇齿”、即唇亡齿寒的东洋同盟论，

比起“同种”的意识来，更加重视的还是地理上的两国或三国之间的唇齿相依关系，其收益的目

的还是为了阻止欧洲列强对亚洲的入侵。福泽渝吉就是在看到东亚各国不能进行国内改革，因此

无法与西洋列强抗衡的前提下，看出了对于日本来说其他亚洲国家已经无用，于1885年发表了《脱

亚论》的。
3
因为将一切为了日本当作唯一的目的，福泽渝吉的脱亚论，其实从最初就为日本定

下了将亚洲变为日本殖民地的方向。 

    与中国人更希望把中日两国的关系放到人种和文化的联系中去理解相比，近代日本其实从最

初就是把两国关系放到地缘政治、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考虑的。即使有部分日本人一度想到过的亚

洲团结，最终也不过是日本的亚洲政策和对华政策的上述终极目标下的一颗棋子。在如何认识两

国之间关系的问题上，中日两国之间其实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例如，日本社会中全心全意地真正

支持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的，仅限于以宫崎滔天为代表的个别“中国浪人”；而孙中山却不分朝

野一直追求与日本的联合，直到1919年才开始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批判。 

    然而，变法运动也好，民族革命也好，日本留学也好，不论哪一个其实都是在证明首先接受

了西欧价值的日本的优越性，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日本人的中国观也逐渐从崇拜转为蔑视。“秃

子头的李鸿章，最后变成了秃和尚”，这个俗语很好地诠释了当时日本人看待中国人的心理，甲

午战争之后，在日本社会里作为一种蔑称的“清国奴”开始普遍流行。
4
生活在日本社会中的清

                                                        
1 藤井升三「二一カ条交渉時期の孫文と《中日盟約》」，市古宙三教授退官纪念论丛《论集，近代中国研究》，

山川出版社，1981 年，336-341 页。 
2 山口一郎《近代中国対日観の研究》，亚洲经济研究所，1970 年，60 页。 
3 初濑龙平《“脱亜論”再考》平野健一郎编《近代日本とアジア：文化の交流と摩擦》，东京大学出版社，1984

年，19 页。 
4 安藤彦太郎《日本人の中国観》，劲草书房，1971 年，48 页。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6 

国留学生，对此最为敏感。“在留学生中之所以反日人士层出不穷，就是因为在他们的对日观中，

加入了留学生活的实际体验，从而使日本作为帝国主义的形象被扩大了。”（『近代中日关系史

料』第Ⅱ集，龍渓書舎）。事实证明，在日本原本希望培植成在大陆的亲日势力的清国留学生中，

有许多人日后反而变成了反日民族主义的先锋。 

    最大的悲剧在于，日本人事实上在福泽渝吉的时代就已经抛弃了“同文同种”的思想，而对

于中国人来说却一直难以舍弃“同文同种”的幻觉。从孙中山、蒋介石一直到共产党，“同文同

种”的意识一直都活在历代的对日关系中。蒋介石即便是在抗日战争期间都会反复向国民诉说日

中两国原本同文同种，本应互相提携成为友好邻邦；中国共产党的评论家，也在1937年抗日战争

开始以后依然强调中日两国原是同文同种。
1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徐福传说”越传越广，甚

至还在“下海”之处建起了徐福庙，包括许多对日本抱有成见的国民也乐此不疲地通过“徐福传

说”对“日本人本是中国人的后裔”一说进行反复求证。 

    对于中国人来说，“同文同种”的思想就像是一种自我陶醉、自我麻醉的鸦片。然而可怕的

是，这种鸦片会带来剧烈的副作用：越要说明自己在民族上和文化上的优越性，就越想证明日本

与中国为“同文同种”；但是由于日本拒绝这一包含中国是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祖国意味的思想，

想证明“同文同种”的愿望越强烈换来的失望感也就越强。于是，在这样一种“同文同种”的语

境中，能够出现的因素就只有中国的强烈“期待”和日本的极大“背叛”，而结果也只能是激起

中国民众的极大愤怒。不得不承认，“同文同种”这个鸦片制造出来的幻觉，在以对抗反抗日益

膨胀的日本侵略主义的民族主义为背景的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直发挥了迷

惑中国人的兴奋剂的作用。 

    5．不断为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提供温床的日本 

    费正清曾经指出：中国人是一个“非常看重历史的民族”。
2
毫无疑问，今日中国的民族主

义思想的背景上，的确有清算近代史上所遭受的耻辱的历史成分。但是，这种强烈的历史耻辱感

之形成，与以侵略中国为背景的日本民族主义的膨胀之间具有直接的关系；而时至今日日本的政

治家和日本社会中所存在的根深蒂固、不断蔓延的否定侵略历史的言行，又是不断刺激中国反日

民族主义膨胀的原因。 

    毫无疑问，近代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在对抗侵略的过程中民族主义无疑可以发挥重要的

作用，然而在和平时代它就有可能变成威胁社会稳定和再次把国家和国民推到战争边缘的因子。

在国际合作变得越来越重要的今天，如果还要把它当做是民族国家发展最高的唯一价值，就无异

于是把自己从国际社会中孤立出去。而今天，对经济联系已经达到了可谓生死与共地步的中日两

国来说，只有建立起和平友好的中日关系才能利人利己。所以不论是在哪个层次上，民族主义的

影响都应该得到适当的控制。然而，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与被侵略的历史

同步发展起来的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一个被动型的民族主义。因此，控制中国民族主义

使其不再膨胀的关键不在于中国自身，而在于有没有受到外部侵略以及会不会否认那段侵略过中

国、并给中国民众造成了巨大创伤的历史。 

    但是遗憾的是，今天仍然不停地揭开那块伤疤的，是日本的一部分政治家，而不是中国人自

己。谙熟投票政治游戏规则的日本政治家们为了利用民众的民族主义心理，接二连三地否定侵略

中国的历史，拿到了政权的政治家们则沉溺于玩弄国际政治的文字游戏：嘴上说着“并不否认给

亚洲各国国民带来了痛苦经验的历史”，行动上却质疑村山谈话，质疑河野谈话，质疑东京审判，

甚至公然以政府首脑身份参拜供奉着对各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A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这些言行，

对于一个着重历史型的、被动型的民族主义来，当然就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刺激。因此不得不说：

当年中国对外民族主义的诞生和发展就与日本民族主义的教育和刺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在

今天这样一些政治家的手中，日本依旧是一个不断地向中国的对外民族主义提供着发酵条件的温

                                                        
1 山口一郎《近代中国対日観の研究》，94 页、100 页。 
2 J.K.フェアバンク著《人民中国论》卫藤沈吉译，読売新闻社，1970年，27页。 


